
　　中国依法治国的渐进性

郝 铁 川 Ξ

内容提要 :穷国无法治 ,愚昧无法治 ,乱世无法治。我国不是一个连一点法律经济

成本都付不出的穷国 ,但也不属于可以付出足够法律经济成本的发达国家 ;我国不

是一个连一点现代法治所需文化条件都不具备的愚昧国家 ,但也不属于完全具备

现代法治所需文化条件的国家 ;我国不是一个处于乱世的国家 ,但波澜起伏的社会

变革对法治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因此 ,中国依法治国的渐进性是一种客观规

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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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时期的民主法治是以总结“文革”动乱教训为契机而启动的 ,每每想到那么多

的公民在“文革”中经历了那么多不该经受的痛苦折磨 ,人们就迫切呼唤社会主义民主与法

治。然而 ,一种倾向往往掩盖着另一种倾向 ,人们盼望民主法治的急切心情又可能出现从过

去的法律虚无主义跳到法治浪漫主义。所谓法治浪漫主义 ,是指 :第一 ,忽视法治的阶段性 ,

企图毕其功于一役 ;第二 ,忽视法治的有限性 ,把法律看作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灵丹妙药。

法治浪漫主义主要是在依法治国的速度问题上出现的一种急性病。本文认为 ,党的十五大

和九届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所提出的“依法治国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我

们需要几代人、十几代人 ,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的伟大目标。实现这一目标 ,

则需要走渐进式的发展道路 ,这是因为 :

(一)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

法律不同于道德的一大特点 ,就是前者的实现比后者需要更多的经济成本。因此 ,极而

言之 ,穷国无法治。一个国家法治水平的高低说到底是由社会的经济发展水平决定的 ,穷国

可以产生优秀的文学作品 ,可以出现一些思想深邃的哲学家 ,但绝对不可能出现很高的法治

水平。

按 2000年世界银行统计与划分 ,人均收入低收入国家为 420美元 ,下中等收入国家为

1140美元 ,上中等收入国家为 4620美元 ,高收入国家为 27510美元。我国 GDP总量虽然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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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世界第六 ,但人均 GDP却仅排在第 67位 ,属于中下等收入国家。值得我们注意的是 ,被

法学界公认为法治水平比较高的国家 ,也是经济总量位居世界前列的国家。

根据世界各国、各地区经济发展的水平 ,如果简单地以人均 GDP为量化指标 ,国际经济

大概可以粗分为五个档次 :

11人均 GDP300美元左右甚至不足 ,为欠发达经济。阿富汗、肯尼亚等国即如此 ,它们

要靠国际社会的援助或本国民众的节衣缩食才能度日。它们无力跟上世界经济和科学技术

的发展速度 ,处在被边缘化的境地。上个世纪 70年代末的中国也处在这一档次 ,经过改革

开放 ,尤其是近 13年的努力 ,中国成功地摆脱了这一局面 ,人均 GDP进入第二档次。

21人均 GDP在 800至 1000美元之间 ,为普通的发展中经济。这一发展阶段 ,人民基本

解决了温饱问题 ,国家初步拥有产业体系 ,外贸水平对经济发展产生直接的影响。印度尼西

亚、阿尔巴尼亚和目前的中国都是如此 ,但中国把这一档次称之为“小康阶段”。

31人均 GDP在 3000至 5000美元之间 ,为初步工业化经济或称之为达到中等发达水平。

马来西亚、墨西哥和 2020年的中国以及 2002年的上海经济即属于这一档次 ,其经济和社会

特征是工业化的轮廓初步产生 ,制造业对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贡献举足轻重 ,商务成本、

劳动力成本提高 ,地区间差距拉大 ,人们更关注精神生活质量的提高。

41人均 GDP在 8000至 10000美元之间 ,为高度成就的工业化经济 ,其中 10000美元即

为发达经济的标志线。韩国、澳大利亚及我国的台湾地区经济已达这一档次 ,上海预计在

2010年世博会之际冲击人均 GDP10000美元这一标志线。这一水准的经济体将拥有较为强

大的对外投资能力 ,但以区域化范围内的合作为主 (如以 APEC为舞台进行运作) ,也能够提

供大批体面的就业岗位 ,汽车也完全进入家庭 ,但金融体系会在彻底开放的条件下出现动荡

态势 ,甚至在短时间会出现货币急剧贬值的状况。

51人均 GDP在 20000美元以上 ,为后工业化经济 ,部分欧盟成员和美国、日本、加拿大

即如此。达到这一水准 ,也被称之为进入了“富人娱乐圈”或“北方俱乐部”。

在上述五个档次中 ,我国目前处在第二档次 ,要达到第五档次 ,显然还需要相当长的历

史时期。我国的依法治国也许不必和这五个阶段一一对应 ,但断难摆脱这种阶段性的制约。

后现代法学认为 ,法律是一种地方性知识。抛开其原意而不论 ,法律因在当前中国各地

实施时所得到的经济支撑参差不齐 ,因而真的表现为一种地方性知识。这是因为中国各地

的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相当突出。建国以来我国人均 GDP的地区相对差距变化经历了三

个阶段 :〔1〕

第一阶段 (1952～1978年期间)经济发展差距不断扩大阶段。按各省、市、自治区 1978

年不变价格计算 ,我国各地区真实人均 GDP相对差异系数 1952年为 4515 % ,而后呈现上升

趋势 ,1978年达到最高峰为 9712 %。这反映了建国初期我国地区相对差距水平相当大 ,尔

后不断上升的状况。这一时期我国城乡比较劳动生产率和工农比较劳动生产率的相对差距

呈上升趋势 ,人口和劳动力不能在产业、部门和地区之间进行自由流动 ,尽管国家通过计划

调配资源实行均衡发展战略 ,仍出现了经济发展相对差距扩大的趋势。

第二阶段 (1978～1991年期间)经济发展差距不断缩小阶段。全国各地区真实人均 GD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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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差异系数 ,1985年下降为 87145 % ,1991年下降为 81175 % ,比 1980年下降了 15个百分

点。需要说明的是 ,按不变价格与按当年价格计算的相对差异系数 ,前者比后者下降的幅度

要小得多。我们发现 ,按非线性函数计算“趋同系数”(β)在 1978～1985年期间为 01014 ,在

1985～1990年期间为 01005 ,即各地区人均 GDP每年趋同速度分别为 114 %和 015 %。这一

时期城乡和工农比较劳动生产率相对差距迅速下降 ,城乡居民消费水平相对差距也在不断

下降 (但从 1985年以后出现上升趋势) ,人口和劳动力在产业、部门和地区之间出现了很大

程度上的流动和转移 ,这些因素都有利于促进经济发展地区相对差距不断缩小。

第三阶段 (1992～1995年期间)经济发展差距重新出现上升趋势 ,沿海和内陆内部发展

“趋同”,但两大地区之间明显呈“两极化”。全国各地区真实人均 GDP相对差异系数到 1995

年上升为 8812 % ,比 1991年高出 614个百分点 ;上海与贵州真实人均 GDP之比由 1991年的

1116倍扩大为 1995年的 1511倍 ;广东与贵州真实人均 GDP之比由 1991年的 3141倍上升为

1995年的 4148倍。1998年人均 GDP(按现价计算)最高的地区是上海 ,为 218万元 ,其次是

北京 118万元 ,天津 114万元 ,广东 111万元 ,它们的人均 GDP分别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

414倍、219倍、212倍和 117倍 ;而贵州人均 GDP只有 2323元 ,仅相当于全国人均 GDP水平

的 3613 % ,属于极低收入地区 (人均 GDP小于全国平均数的 50 %) ,应作为国家首要支持低

收入地区 (人均 GDP在全国平均数 50 %～75 %)的有西藏、甘肃、陕西、云南、宁夏、青海、四

川、重庆、江西、安徽、河南、广西。

东部地区 西部地区

省、市、区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元) 省、市、区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元)

北京 18482 重庆 4684

天津 14808 四川 4339

河北 6525 贵州 2342

辽宁 9333 云南 4355

上海 28253 西藏 3716

江苏 10021 陕西 3834

浙江 11247 甘肃 3456

福建 10369 青海 4367

山东 8120 宁夏 4270

广东 11143 新疆 6229

广西 4076

海南 6022

东部算术平均值 11533 西部算术平均值 4159

　　资料来源 :《中国经济年鉴 1999》第 888页 ,地区算术平均值为笔者计算。〔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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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表可以看出 ,1998年东部地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算术平均值为 11533元 ,西部地

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算术平均值为 4159元 ,东部为西部的 2177倍 ,西部只相当于东部的

36 % ,即 1/ 3略多。其中 ,东部地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最高的上海市为 28253元 ,西部地区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最低的贵州省为 2342 元 ,前者是后者的 12106 倍 ,后者只及前者的

8129 %。如果剔除东部地区中也有待开发的广西和海南 ,则东部 10省、市、区人均国内生产

总值的算术平均值为 12830元 ,是西部 10省、市、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算术平均值 4159元的

3108倍 ,后者则只有前者的 32142 % ,尚不及前者的 1/ 3。这说明 ,我国东西部地区人均国内

生产总值差距已相当大。

1998年东、西部省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情况见下表 :

东部地区 西部地区

省、市、区
城镇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 (元)
省、市、区

城镇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 (元)

北京 8472 重庆 5467

天津 7111 四川 5127

河北 5085 贵州 4565

辽宁 4617 云南 6043

上海 8773 西藏

江苏 6018 陕西 4220

浙江 7837 甘肃 4010

福建 6486 青海 4240

山东 5380 宁夏 4112

广东 8840 新疆 5001

广西 5412

海南 4853

东部地区算术平均值 6574 西部地区算术平均值 4754

　　资料来源 :《中国经济年鉴 1999》第 921页 ,地区算术平均值为笔者计算。

从上表我们知道 ,东部地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算术平均值为 6574元 ,西部地

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算术平均值为 4754元 ,前者为后者的 1138倍 ,后者为前者的

72131 %。东部最高的广东省该指标为 8840元 ,是西部最低的甘肃省该指标 4010元的 2120

倍。由于东部地区城镇居民工资外的其他收入机会较多 ,且很难在国家统计局人均可支配

收入中得以反映 ,故而东、西部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实际相对差距要比前面统计数据计算出

的相对差距要大一点。但由于国家对城镇居民收入有较多的行政干预 (主要是采取步调一

致的调整工资) ,所以东、西部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总体上讲并没有出现严重分化 ,

但差距仍然是明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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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东、西部地区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情况见下表 :

东部地区 西部地区

省、市、区 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 (元) 省、市、区 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 (元)

北京 3952 重庆 1720

天津 3396 四川 1789

河北 2405 贵州 1334

辽宁 2580 云南 1387

上海 5407 西藏 1232

江苏 3377 陕西 1406

浙江 3815 甘肃 1393

福建 2946 青海 1425

山东 2453 宁夏 1721

广东 3527 新疆 1600

广西 1972

海南 2018

东部算术平均值 3151 西部算术平均值 1501

　　资料来源 :《中国经济年鉴 1999》第 922页 ,地区算术平均值为笔者计算。

从上表可以看出 ,1998年东部地区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算术平均值为 3151元 ,西部

地区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算术平均值为 1501元 ,前者是后者的 2110倍 ,后者只及前者的

47163 %。其中 ,西部该指标最低的西藏自治区为 1232元 ,东部该指标最高的上海市为 5407

元 ,前者只及后者的 22179 % ,还不到其 1/ 4。这说明 ,我国东、西部地区农村居民收入已出

现严重分化。

1998年东、西部地区经济增长情况见下表 :

东部地区 西部地区

省、市、区 GDP指数 (上年 = 100) 省、市、区 GDP指数 (上年 = 100)

北京 10918 重庆 10814

天津 10913 四川 10911

河北 11017 贵州 10815

辽宁 10813 云南 10810

上海 11011 西藏 11012

江苏 11110 陕西 10911

浙江 11011 甘肃 10912

福建 11114 青海 10910

山东 11018 宁夏 10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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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东部地区 西部地区

省、市、区 GDP指数 (上年 = 100) 省、市、区 GDP指数 (上年 = 100)

广东 11012 新疆 10713

广西 10911

海南 10813

东部算术平均值 10919 西部算术平均值 10817

　　资料来源 :《中国经济年鉴 1999》第 888页 ,地区 GDP指数算术平均值为笔者计算。

从上表我们知道 ,1998年东部地区国内生产总值指数算术平均值为 10919 ,即经济增长

率为 919 % ,西部国内生产总值指数算术平均值为 10817 ,即经济增长率为 817 %。这说明 ,

西部地区 1998年经济增长率仍比东部低 112个百分点 ,东、西部地区发展差距仍在扩大。

据 2000年统计 ,高发达省市的人均收入超过了低发达省份的 14倍。高发达省市的人

均财政超过了低发达省份的 12倍。高发达省市的人均居民存款超过低发达省份的 16倍。

全国 5 %的贫困县同 5 %的富裕县相比 ,人均 GDP相差 1614倍。100名富县的人均财政收入

是 100名穷县的 1714倍。按 1998年数据 ,城镇人口中 ,收入最高的 20 %人口的收入是收入

最低的 20 %人口的 916倍。收入最高的 20 %人口的收入占总收入的 5213 %。最高收入的

10 %的人口占总收入的 3814 % ,而收入最低的 20 %人口仅占有总收入的 515 %。

上述地区间经济水平的差距必然影响到主要依赖地方财政支撑的地方法治水平。城乡

居民和东、西部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 ,不仅影响了他们对法律需求的不同 ,更影响到了他们

寻求权利方面司法救济的能力。法学界虽然没有对我国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的法治水平

做过精确的指标测试 ,但大体上公认经济发达地区的法治水平相对高于经济欠发达地区的

水平。

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战略课题组通过对中国各地区率先实现现代化的目标依据、能

力依据和过程依据的分析、归纳和统一对比 ,列出了在中国率先实现现代化的地区排序以及

各自到达现代化目标的时间表 :

中国各地区率先实现现代化的时间表

地区

现代化水平

的相对比较

( %)

标准化处理

( %)

与中等发达

国家水平的

对应比较 ( %)

以中等发达国家

水平为标准的

现代化差距 ( %)

各地区达到中等

发达国家水平

的时间 (年)

全国 34115 3153 40142 59158 2050

上海 73132 4129 49118 50182 2015

北京 68114 4122 48134 51166 2018

广东 63179 4116 47158 52142 2021

天津 57183 4106 46146 53154 2026

江苏 49196 3191 44179 55121 2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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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地区

现代化水平

的相对比较

( %)

标准化处理

( %)

与中等发达

国家水平的

对应比较 ( %)

以中等发达国家

水平为标准的

现代化差距 ( %)

各地区达到中等

发达国家水平

的时间 (年)

福建 48115 3187 44136 55164 2034

辽宁 47132 3186 44116 55184 2035

浙江 46132 3184 43192 56108 2036

山东 41116 3172 42157 57143 2041

黑龙江 41110 3172 42155 57145 2041

吉林 38103 3164 41166 58134 2045

海南 35164 3157 40192 59108 2048

湖北 35144 3157 40185 59115 2048

河北 31100 3143 39132 60168 2052

湖南 30136 3141 39108 60192 2052

陕西 29162 3139 38180 61120 2052

河南 29128 3138 38167 61133 2053

江西 28172 3136 38145 61155 2053

广西 27127 3131 37185 62115 2054

内蒙古 25191 3125 37127 62173 2055

安徽 25173 3125 37119 62181 2055

重庆 25164 3124 37115 62185 2055

新疆 25119 3123 36194 63106 2055

四川 25109 3122 36190 63110 2055

山西 23130 3115 36105 63195 2056

云南 21190 3109 35134 64166 2057

宁夏 19125 2196 33186 66114 2060

甘肃 16142 2180 32104 67196 2062

青海 14128 2166 30145 69155 2065

贵州 10126 2133 26166 73134 2070

西藏 3119 1116 13128 86172 2090

　　资料来源 :1)国家统计局 ,1999中国统计年鉴 ,中国统计出版社 ,2000

2)世界银行 ,1999世界发展指标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00

最后 ,对各类条件的综合分析所得出的基本结论是 :

上海将作为中国第一个跨入现代化的直辖市 ,大约再用 15年的时间 (2015年)可望全面

赶上当时世界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 ;

北京是中国第二个可以跨入现代化门槛的地区 ,时间是 2018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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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于 2021年进入实现现代化的行列 ;

天津市于 2026年进入实现现代化的行列 ;

江苏省于 2033年进入实现现代化的行列。

到 2050年 ,中国作为一个国家整体 ,将全面达到当时世界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 ,实现在

这个阶段的现代化目标。其后 ,将动态地向更高的目标迈进。

到 2050年以前全国将有 13个省、市提前实现现代化目标 ;

到 2060年以前 ,全国将有 27个省、市、自治区实现现代化目标。

最后实现现代化目标的是 :甘肃 (2062 年) ;青海 (2065 年) ;贵州 (2070 年) ;西藏 (2090

年) 。〔3〕

该课题组给我们开出的当代中国现代化过程时间表 ,当然属于一家之言 ,特别是它偏重

于对经济因素的研究。但我们法学界对上述研究成果仍应给予高度重视 ,因为法律是经济

关系的记录 ,它在总体上不可能超前于经济发展 ,从中国法治必然受制于经济这一观点出

发 ,上述研究成果可以给我们以下三点启示 :

第一 ,中国法治过程的渐进性。目前从经济水平来看 ,我国台湾、香港、澳门等地区已完

成经济现代化 ;2050年 ,大陆将有 13个省、市实现现代化 ;2060年 ,大陆将有 27个省、市、自

治区实现现代化目标。法治的发展要受经济发展的制约 ,可见中国法治的发展是一个渐进

性过程。

第二 ,中国法治过程的不平衡性。单就大陆而言 ,最先实现现代化的几个地区 ,与最后

实现现代化的几个地区 ,时间相差半个世纪。这说明中国法治过程中必然呈现地区间的不

平衡性。

第三 ,中国最终实现法治的时间只能是 2090年或 2090年之后。为什么 ? 因为现代法

治的基本原则之一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同一法域之内 ,如果有些地区生活在现代社会 ,有

些地区却生活在前现代地区 ,那么该法域内很难真正实施统一的法律 ,很难实现立法和司法

上的平等。

中国的经济现代化的实现比法治现代化要相对容易。因为经济的发展表现为一种自然进

程 ,是技术层面的现代化 ,较少意识形态因素 ,而法治现代化虽受制于经济现代化 ,但又具有相

对独立性。在相同的经济基础之上 ,会耸立不同的上层建筑大厦 ,原因就在于政治 (法治)现代

化是充满不同情况要求的人所书写的历史。法国的资产阶级可以把封建国王送上断头台 ,英

国的资产阶级却非要拥立一个国王 ,美国的华盛顿可以拒做国王 ,日本却非要保留天皇。中国

的法治现代化显然不同于以往的任何一个国家 ,其目标的特殊性表现为 :第一 ,它绝不以西方

的多党制来推进法治现代化 ,而采用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这是史无前例

的事业。第二 ,它绝不简单地采用指导思想多元化政策 ,准确地说 ,我们承认、允许的是多样

化 ,而不是多元化。因为多元化中的每个“元”是对等的 ,而多样化中的这个“样”并非对等、对

立的 ,其中存在一个占主导地位的主旋律。这样的文化战略也是史无前例的。

因此 ,中国的法治现代化更具探索性、更具艰难性。它在经济领域实现充分的市场化、

竞争化 ,但在政治和思想领域不采用经济领域的做法 ,如何协调经济与政治、思想之间的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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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 ,是史无前例的课题。我们的事业是富有创造性的 ,中国的法治是独特的 ,渐进的。

(二)社会文化水平的制约

毛泽东早就说过 ,没有文化的军队 ,是愚蠢的军队 ,而愚蠢的军队是不能战胜敌人的。

法律社会学和政治学的学者 ,在设定一个国家的现代化水平指标时 ,历来都把反应一国文化

水平的公民的识字率、阅报率、广播电视覆盖率、法律执业者的学历等作为重要项目 ,这是因

为法治与一个民族的文化素质息息相关 ,而目前中国人口的文化素质怎样呢 ?

11领导层人口的文化素质。所谓领导层人口 ,即掌握不同决策权力的人口 ,他们是政

策、法律的实际创意者、决策者。

统计资料显示 ,我国领导层人口的文化素质目前并不令人乐观。1993 年国家机关副

部、副省级领导平均学历为 1312年 ;司、局、厅级 1415年 ;副司、副局、副厅 1416年 ;县处级

1318年 ,副县处级 1317年 ,科级 1219年 ,副科级 1219年。企业副部、副省级 1412年 ;司、局、

厅级 1416年 ,副司、副局、副厅级 1415年 ;县处级 1317年 ,副县处级 1219年 ,科级 1218年 ,副

科级 1213年。〔4〕总体来看 ,领导层人口的文化水平平均不超过专科。这与他们居于中国

现代化建设的领导地位不相适应。

2000年我国上述党政企事业单位负责人平均受教育年限达到了 12124年 ,初中及以下、

高中、大专及以上受教育水平的人员比例各占 1/ 3左右 ,从与日本管理人员整体受教育水平

的比较看 ,人均受教育年限落后 1年多 ,同时高层次管理人员比例差距较大 ,具有本科及以

上学历的管理人员比例中国仅为 1114 % ,而日本则占 4013 % ,差距将近 3倍。这样的管理者

队伍素质 ,与中国迈入经济全球化与依法治国的时代要求差距甚远。

21执行层人口的文化素质。所谓执行层人口 ,即在各级政府、团体中具体贯彻、实施政

策和法律的工作人员的人口。

据《中国统计年鉴 1996》提供的资料 ,1994 年国家机关科级工作人员平均学历为 1118

年 ,企业办事员级为 1112年 ,即平均在高中毕业水平 ,在我国公务员队伍中 ,高中以下学历

的人有 177万 ,占公务员队伍 (528万人)的 32 %。以这样的文化素质来执行、实施当代日益

专门化、复杂化的政策与法律 ,显然是勉为其难的。

2000年我国上述办事人员及相关的人均受教育年限分别达到 12115年 ,但不具有大专

及以上受教育水平的人员比例却占 6717 %。值得注意的是 ,目前我国党政企事业单位负责

人、专业技术人员和办事人员及相关人员这三支整体文化素质相对较高的人员队伍中 ,具有

小学及以下教育水平的劳动者仍分别占有 2 %～7 % ,而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员比例仅占

30 %～40 % ,这与较高的专业知识技能要求很不适应。

31承受层人口的文化素质。所谓承受层人口 ,即社会一般大众人口。我国人力资源丰

富 ,但质量较低。

第一 ,文盲半文盲等低质量的人口较多。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1988年调查 ,全世界 15

岁以上的 32103亿人口中 ,8189亿是文盲 ,其中中国占 2189亿 ,占世界文盲总数的 25183 % ,

占亚洲文盲总数的三分之一。据 1990年我国第四次人口普查 ,全国 15岁以上人口中 ,共有

文盲半文盲 118亿人 ,占人口总数的 15188 % ,占 15岁以上人口的比例为 22127 % ,其中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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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45岁的青壮年文盲 6100 多万。文盲 90 %以上分布在农村 ,70 %是妇女。据 2000 年普

查 ,文盲人口为 8505万 ,占人口总数的 615 %。

第二 ,人口平均文化程度较低 ,平均文化程度不足小学毕业程度。根据人口普查数据 ,1964

年全国12岁以上人口平均文化程度为213年 ,1982年为416年 ,1987年511年 ,1990年为515年 ,但

仍然不足小学毕业程度。据 1990年人口普查统计 ,在全国人口中 ,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占

1142 % ,高中文化程度的占 8103 % ,初中文化程度的占 2313 % ,小学文化程度的占 37 %。

根据“五普”数据资料和联合国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相关资料分析 :2000年我国 25～64

岁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为 7197年 ,仅相当于美国 100年前国民整体受教育水平 ,与 1999年

美国和日本人均受教育年限分别达到 12175年和 12155年相比 ,整整低了近 5年 ,与后发型

国家韩国 11148年相比也要低 3年多。在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中 ,接受过高等教育

和中等教育的人口所占比例较高 ,如美国和韩国 ,25～64岁人口中具有高中及以上受教育

水平者比例分别占 87 %和 66 % ,其中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比例分别占 35 %和 23 %。相比

之下 ,中国 2000年 25～64岁人口中受高中及以上教育水平者比例仅占 18 % ,受初中及以下

教育水平的占 82 % ,其中受小学及以下教育水平者比例高达 42 % ;每 100个人中受大专及

以上教育水平的人数不足 5人。受各种教育水平人口分布的上述差异 ,是导致中国人力资

源质量偏低的原因所在。

目前中国人力资源存在量大质低的问题 ,集中表现在受中等和高等教育水平的人口比

例偏低。据 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分析 ,我国 15岁及以上人口中具有高中及以上受

教育水平的比例仅占 18196 % ,其中具有高中和中专学历的人口比例占 14136 %。相比之

下 ,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的人口中大多具有高中及以上文化水平 ,1999年 OECD国家

25～64岁人口中具有高中及以上受教育水平者平均比例为 69 % ,其中具有高等教育水平的

比例达到 45 % ,而美国、日本、英国等发达国家具有高等教育水平的比例高达 50 %左右 ,差

距十分巨大。〔5〕

高中文化人口比重低是人力资源素质提高的“瓶颈”。由于种种原因 ,20世纪 90年代

末我国职业教育招生出现明显下降趋势 ,职业教育规模的回落与普通高中规模的快速增长

此消彼长。至 2001年 ,我国初中毕业生升学率仅为 5216 %。从地域分布情况看 ,东部地区、

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初中毕业生升学率分别为 5617 %、4713 %和 5517 % ,中部地区一些人口

大省的初中毕业生升学率仍在 45 %左右徘徊 ,已对我国高中阶段教育的发展产生了一定影

响。50 %左右的初中毕业生升学率意味着每年有近一半的合格初中毕业生无法升学 ,将直

接参与就业或在家待业 ,长此以往 ,将积聚下大批初中及以下受教育水平的劳动者 ,对我国

人力资源整体素质的提升形成不利影响。根据 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与 2000年第五次人

口普查数据比较 ,近 20年来 ,我国 15岁及以上人口中具有大专及以上受教育水平的劳动者

比例由 019 %提升至 416 % ,比例增长了 4倍多 ,而 15岁及以上人口中具有高中和中专受教

育水平的比例由 1010 %提升至 1414 % ,仅增长了 4个百分点 ,增长速度相对较为缓慢。我们

认为 ,高中教育水平人口比例增长缓慢是导致中国人力资源整体水平偏低的最根本的原因

之一 ,高中教育水平人口比例偏低已成为中国人力资源素质提升的一个“瓶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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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 ,就业人口文化程度偏低。20 世纪 90 年代我国总就业人口平均文化程度为 518

年 ,其中文盲占 2812 % ,小学程度者占 3414 % ,农业劳动者平均文化程度最低为 418年。同

时 ,各行业之间文化程度悬殊很大 ,科教文卫部门和金融部门 ,分别为 1019年和 10年 ,工

业、建筑及交通业分别为 8110年、8104年和 7195年。

2000年 ,农村劳动力人口 (15～64岁人口)人均受教育年限为 7133年 ,比城市 10120年

低 2187年 ,差距的主要原因在于人口各种文化层次分布的差异 ,农村劳动力人口中具有高

中及以上受教育水平的人口比重明显相对偏低 ,而具有小学及以下受教育水平人口比重又

相对过高。15～64岁农村劳动力人口中具有小学及以下受教育水平的占 47162 % ,文盲人

口占 8174 % ,分别比城市高出 31个百分点和 6个百分点 ;而农村劳动力人口中具有高中及

以上受教育水平的人口比例只有 8146 % ,比城市整整低了 35个百分点 ;农村劳动力人口中

具有大专及以上受教育水平的比例尚不足 1个百分点 ,比城市低 13个百分点。15～64岁人

口中具有各种教育水平的人口比重的城市、县镇和农村之间的比值情况是 :具有大专及以上

受教育水平的人口比为 20∶9∶1 ;其中本科及以上受教育水平的人口比为 55∶13∶1 ;高中受教

育水平的人口比为 4∶3∶1 ;初中受教育水平的人口比为 0191∶1101∶1 ;小学受教育水平的人口

比为 0137∶0155∶1。可见 ,我国城乡之间劳动力受教育水平层次结构存在明显差异 ,尤其体

现在具有中、高层次受教育水平的人口比重上。目前 ,我国城市人力资本积累基本上处于中

等和高等教育阶段 ,而农村人力资本积累尚处于普及初中和小学教育阶段。显然 ,我国城乡

劳动人口整体素质差异过大 ,不能适应城市化进程的需求。

我国劳动力的产业结构存在失衡现象。我国就业结构的总体水平与现代化的就业结构

相差甚远 ,第一产业就业比重过高 ,第三产业就业比重同增加值一样偏低 ,属于农业劳动力

转移缓慢的就业结构。改革开放以来 ,尽管我国第一产业就业比重持续下降了 20多个百分

点 ,至 2001年我国三次产业就业结构比重为 5010∶2213∶2717 ,无论是与发达国家、新兴工业

化国家或是与发展中国家相比 ,我国第一产业从业人员的比重明显偏高 ,而第三产业从业人

员比重又相对偏低。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第三产业从业人员比重一般达到 60 %至

75 %(1997年三次产业从业人员比重韩国为 11∶31∶58 ,新加坡为 013∶3017∶70 ,日本为 5∶33∶

62 ,美国为 3 :24 :73) ;巴西、埃及、印度、巴基斯坦等发展中国家的第三产业从业人员比重分

别为 5413 %、4411 %、3918 %、3416 % ,也明显高于中国。与人均 GDP还低于中国的人口众多

的发展中农业国家相比 ,如印度、巴基斯坦和埃及 ,我国第一产业就业比重也明显偏高。

第三产业从业人员整体文化程度不适应现代产业、行业结构升级的要求。根据第五次

人口普查数据分析 ,2000年我国金融、保险业从业人员人均受教育年限达到 13119年 ,相当

于大学一年级水平 ,是第三产业各行业中人员教育水平较高的行业。金融保险业从业人员

以具有高中和大专受教育水平的劳动者为主体 ,其比例占 3/ 4左右 ,具有初中及以下受教育

水平的占 1319 % ,而具有本科及以上受教育水平的仅占 10186 % ,具有研究生学历的高层次

人才每 100名从业人员中仍不足 1人。2000年房地产业从业人员人均受教育年限为 11175

年 ,接近于高中毕业受教育水平 ,房地产从业人员以具有初中和高中受教育水平的劳动者为

主体 ,其比例占 2/ 3左右 ,仅有小学及以下受教育水平占 619 % ,具有大专及以上受教育水平

的占 26189 % ,其中具有本科及以上受教育水平的从业人员比例占 7144 %。

地质勘察水利管理业中具有大专及以上受教育水平的从业人员比例占 21198 % ,具有初中和

·63·

法学研究　　　　　　　　　　　　　　　　　　　　　　　　　　　　　2003年第 6期



高中受教育水平的人员比例超过 70 % ,从业人员人均受教育年限为 11146年 ,接近于高中毕业受

教育水平 ;交通运输邮电通信业、批发零售贸易餐饮业和社会服务业的从业人员文化结构层次相

对偏低 ,从业人员人均受教育年限基本在 9～10年之间 ,基本以具有初中受教育水平的劳动者为

主体 ,这三个行业中从业人员具有初中受教育水平的比例均占到 50 %左右 ,而具有大专及以上受

教育水平人员比例偏低。交通运输、邮电通信业大专及以上受教育水平仅占 6185 % ,小学和初中

受教育水平人员比例达到了 65 %左右 ;批发和零售贸易、餐饮业大专及以上受教育水平的仅占

5117 % ,具有初中受教育水平的人员比例接近 50 %;社会服务业中具有大专及以上受教育水平的

人员仅占 8170 % ,而小学和初中受教育水平人员比例超过了 60 %。

2000年我国商业服务人员和产业工人 (生产运输设备操作人员及有关人员)的人均受

教育年限分别为 9125年和 9108年 ,与 1990年相比分别提高了 0196年和 0150年 ,是六大类

职业人员平均教育年限提高幅度相对较慢的两支队伍 ,商业服务人员和产业工人仍以具有

初中教育水平人员为主体 ,大专及以上受教育水平的人员比重在 2 %～4 %左右。这样的人

员队伍素质 ,将难以满足我国产业结构升级和不断提升制造业劳动生产率的需要。

第四 ,我国专业技术人员队伍的整体素质与发达国家存在较大差距。2000年我国专业

技术人员平均受教育年限为 13105年 ,刚达到大学一年级水平 ,其中不具有大专及以上受教

育水平的人员比例接近 60 % ,研究生学历的比例还不到 1 %。与日本专业技术人员队伍整

体文化素质相比较 ,日本专业技术人员平均受教育年限已达到 1414年 ,其中具有大专及以

上学历的人员比例已超过 3/ 4 ,具有本科学历的人员比例接近 50 %。我国专业技术人员平

均受教育年限比日本少了 114 年左右 ,具有本科及以上学历的专业技术人员比例仅为

1315 %。这样的专业技术人员队伍素质 ,无法满足我国在知识经济时代下技术创新对人力

资源的需要 ,也不利于国家科技竞争力和综合国力的不断提升。

我国司法人员的职业学历与发达国家存在较大差距。2002年 ,全国法院法官中本科以

上学历人员共 5147万人 ,占法官总数的 2419 % ,其中研究生学历人员共 2028人。

我国 21149万名检察人员 (不含工勤人员)中 ,具有研究生学历的 2458人 ,占 111 % ;具

有大学本科学历的 6119万人 ,占 2818 % ,其中具有法律本科学历的 4176万人 ,占 2211 %。

我国律师队伍有 12126万人 ,其中博士 299人 ,硕士、双学士 7137人 ,法律专业本科 3163

万人 ,其他专业本科 1136万人 ,大专 5165万人。我国目前拥有注册执业公证员 1131万人 ,

其中具有本科以上学历的 2884人 ,占 22 %。

显而易见 ,我国司法人员的职业化程度比较低 ,与西方发达国家形成了鲜明的反差 :

英国的法官必须从律师中任命 ,担任地方法院的法官 (不包括治安法官) ,必须有不少于

7年的出庭律师的经历 ;担任高等法院的法官职务者 ,必须具有 10年以上的出庭律师的经

历。美国法官应具有法律博士学位 ,大多数法官从优秀的律师中选任 ,担任最高法院法官的

人几乎全都做过律师。

在法国 ,法官大都需要经过竞争激烈的考试 ,比如 ,在 1994年 ,有 2344位法学院毕业生

和国家公务员竞争 100多个名额。通过考试后进入国家法官学院接受专门的培训。其培训

期为两个阶段共 31个月。在第一个阶段的前 3个月 ,学员要到公司、国家机关等各种机构

中了解社会现实 ,然后在法官学院接受 8个月有关如何从事审判工作的专业训练 ,在接下来

的 14个月中 ,学员被安排到法院中进行实习。此时 ,第一阶段的学习结束 ,学员要参加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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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根据学员的考试成绩 ,他们被分配到不同的法院和岗位 ,开始进行 6个月的第二个阶段

的专业实习。在法国的体制中 ,法官不仅要通过严格的资格考试 (进入国家法官学院的入学

考试) ,而且还要经过严格的理论和实践培训。

德国法官必须经过正规的法学教育 ,两次考试合格才能担任法官。第一次考试即大学

毕业考试 ,考试合格后 ,经过两年半的社会见习 (首先必须分别在法院、检察院、行政机关和

律师事务所接受各 3个月的实习 ,随后可以在立法机关、公证机构、工会、仲裁等机构中选择

3个机构 ,分别接受为期 6个月的实习) ,然后才能参加第二次考试。第二次考试的成绩是

挑选法官的主要依据 ,考试合格率为 10 %。

在英、美、德、法等国 ,获得律师资格也要经历相当严格的教育和考试。比如美国的律师

必须在法学院毕业取得法律博士学位后 ,通过考试才拥有职业资格。

第五 ,我国地区间劳动者文化素质差别较大。西部地区文盲比例偏高。从地区分布看 ,

我国 15岁及以上人口文盲率超过 15 %的地区有 6个 ,均集中在西部地区 ,分别是西藏、青

海、贵州、甘肃、宁夏和云南。其中西藏、青海、贵州、甘肃 4 个地区的文盲率超过或接近

20 % ,即 5个人中就有一个文盲 ,西藏自治区的文盲率更是高达 4713 % ,几乎两个人中就有

一个文盲。文盲人口比例如此之高 ,势必影响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有效实施。

根据第四、五次人口普查数据分析 ,与 1990年相比 ,2000年我国劳动力具有各种受教育

水平的人员比重和人均受教育年限的地区相对差异系数均有不同程度的下降 ,说明 90年代

以来 ,我国地区间劳动力素质的整体差距有所缩小。人均受教育年限相对差异系数比较低 ,

仅为 1711 %。从 2000年各地区劳动力具有各种受教育水平比重的相对差异系数看 ,地区间

劳动力文化素质的差异仍十分明显 ,其差距集中体现在两头 ,成人文盲率、本科比重和研究

生比重的相对差异系数相对较大。研究生的相对差距最大 ,高达 212 % ,本科及以上的相对

差距也高达 105 %。随着文化层次的提高 ,地区间相对差距呈现相应扩大的趋势。

中国法治的渐进性、勿患法治浪漫主义病、送法下乡、重视基层依法治理 ,等等 ,与上述

一连串数字分不开。其实 ,邓小平同志早在 80年代就深刻指出了这方面的问题 :“我们国家

缺少执法和守法的传统。⋯⋯法制观念与人们的文化素质有关。现在这么多青年人犯罪 ,

无法无天 ,没有顾忌 ,一个原因是文化素质太低。所以 ,加强法制重要的是要进行教育 ,根本

问题是教育人。”〔6〕

(三)社会变革的影响

法律只能调整稳定的社会关系 ,而对变化不定的社会关系 ,法律往往是无能为力的。如

同恋爱关系不稳定 ,所以现代社会就没有《恋爱法》,而婚姻关系相对稳定 ,所以现代社会就

有《婚姻家庭法》。西方古谚云“枪炮作响法无声”,亦反映了在战争年代 ,法律往往是“秀才

遇着兵 ,有理说不清”,无法发挥作用。

极而言之 ,乱世无法治 (无正常的、以保障人权为核心的法治) ,变世中的法治作用也大

打折扣 ,因为社会变革时期的社会关系往往是不稳定的。不仅恶性违法的案例在社会变革

时期会明显增加 ,就是良性违宪和良性违法的事情也难以避免。

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出现了不少表面上看似违宪、但实际上却符合历史发展趋势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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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这类违宪的主体包括 : (1)立法机关。如 1978年宪法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只能“解释宪

法和法律 ,制定法令”(第 25条第 3项) ,没有制定法律的权力 ,但由于改革开放要求制定大

量法律 ,全国人大常委会在未经修宪 ,也未作宪法解释的情况下 ,自行行使立法权 ,1979年

至 1982年间共制定了 11个法律 ,这都是违背当时宪法规定的。(2)行政机关。如 1988年以

前 ,深圳等经济特区突破 1982年宪法关于土地不得买卖、出租的规定 ,决定将土地使用权出

租。(3)国家领导人。1982年宪法第 15条规定我国“实行计划经济”,然自 1992年以来我国

领导人多次提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显然这是违背当时

宪法规定的。这种新提法直到 1993年 3月 29日全国人大八届一次会议通过了宪法修正案

才有了宪法根据。

上述违宪事件 ,虽然违背了当时的宪法条文 ,但符合人民的根本利益 ,因而可称之为良

性违宪。环顾西方 ,良性违宪的事件亦不罕见 ,美国宪法史上就有这样的例子。

例如林肯总统平叛释奴的法令。19世纪 60年代美国内战爆发 ,原美国宪法规定的一

套复杂的立法程序不能适应平叛战争时期的紧急情势的需要。因此林肯提出 ,宁愿由总统

在有限的范围内违反一条法律 ,也不愿因无法镇压叛乱而使政府崩溃 ,以致全部法律均无法

执行。战争期间林肯采取的很多重要措施 ,都是事前未经正常立法程序 ,事后才由国会追认

的。如 ,调动民兵和接受志愿兵服役 ;封锁自南卡罗来纳州到佛罗里达州的大西洋沿岸线 ;

没收一年来所有南北通电发报的原稿和收报的抄件 ;从国库领取几百万美元款项 ;在若干区

域内停止人身保护令 ;等等。这些都属于不符合宪法规定程序的法令。更为突出的是 ,林肯

颁布解放奴隶的《解放宣言》,与当时的宪法规定是直接冲突的。因为当时的联邦宪法仍然

认为奴隶是一种财产 ,不具有人格。〔7〕

再如罗斯福总统的新政。1933年美国民主党人富兰克林·罗斯福就任总统。他认为 ,

为了摆脱当时的经济危机 ,政府有必要执行国家调节政策 ,干预企业主生产活动 ,给其一定

的补助 ,加强对生产和市场的监督。因此 ,他在就职演说中宣称 ,“我将要求国会授予我一件

唯一足以应付目前危机的武器 ,这就是 ,让我拥有足以对紧急事态发动一场大战的广泛行政

权。这种授权之大 ,要如同我们正遭到敌军侵犯时一样。”据记者报导 ,当罗斯福讲到他必须

取得通常只有战时才授予总统的那种权力时 ,听众表示最热烈的欢迎。他们明知当时的宪

法没有规定总统拥有处理经济问题的权力 ,但为时势所迫 ,他们违背宪法而要求总统直接负

起打破经济困境的责任。联邦最高法院在新政初期 ,反对罗斯福 ,将新政大部分法令宣布为

违宪。1936年罗斯福再度以压倒优势当选连任 ,他声称要“从法院中拯救宪法 ,并拯救法院

自身”,并改组了联邦最高法院 ,使该法院多数人赞同新政计划。在随后的一连串对新政法

案的审查中 ,联邦最高法院一反过去立场而接受新的宪法理论 ,以前被宣布为违宪的几项法

律的主要内容 ,一一体现在新的法律中 ,不再被宣布为违宪。〔8〕

由此可见 ,良性违宪是社会实际生活中难以避免的事情。

在我看来 ,法律具有三种局限性 ,必然与社会变革发生冲突 ,而且这种冲突总体上不能

事前为人所知、为人所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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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法律的保守性和社会变革的发展性相矛盾。美国学者埃德加·博登海默指出 ,法

律具有保守主义倾向 ,“这种倾向的根源在于法律性质 ,因为一个规则体系不会天天发生变

化。⋯⋯但当已制定的法律同社会发展中的某些不固定的、有紧迫性的力量发生冲突时 ,它

就不得不为这种稳定性政策付出代价。‘社会在变化 ,其典型特点是比法律的变化快。’在社

会发生危机时 ,法律往往遭到破坏 ,为不连续的、有时是突然性的调整留下余地”;“法律中的

‘时间滞后’问题显现在法律体系的不同层次上。宪法条款是十分详尽、明确、不易改动的 ,

它在某种情况下可能成为进步与变化的桎梏。”〔9〕

在法律体系中 ,宪法由于其制定和修改的程序最为严格 ,因而稳定性也最强。与之相应

的是 ,其滞后性亦最为突出 ,最容易“成为进步与变化的桎梏”,最容易受到社会变革的冲击 ,

但这种冲击却能够为宪法“突破性的调整留下余地”。回顾我国改革开放的历程 ,就会觉得

博登海默的观点是有坚实基础的。当初安徽凤阳县小岗村实行包产、包干到户责任制是违

宪的 ,但却为宪法废除政社合一的农村政权体制创造了条件 ;“文革”后期兴起的苏南社办企

业 (后被称为乡镇企业)与当时宪法规定的计划经济体制也是相抵触的 ,但它却为后来宪法

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创造了条件。这说明在社会变革时期 ,良性违宪在实际效果上是以

暂时的局部违宪来换取宪法突破性的进步。

第二 ,法律规则的僵硬性和社会变革的灵活性相矛盾。博登海默指出 ,法律规则的缺陷

之一是僵硬性 ,主要表现为它适用于一般情况而不一定适用于每一个个别情况。亚里士多

德也曾指出法律尽管是一种不可缺少的社会制度 ,但它的普遍性和一般性在个别场合仍然

可能产生困难 ,因此他提出通过个别衡平的办法来纠正法律是允许的。

社会变革往往采取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的办法来推进。例如 ,为了探索加快改革的

途径 ,在改革开放初期我们设立了深圳经济特区。特区“特”在何处 ?“特”在它是改革开放

的试验区 ,允许它在深圳这样一个特定地区闯红灯 ,为其它地方的改革提供经验。特区的设

立体现了中国人特有的灵活机动处理问题的智慧 ,虽然深圳的一些做法与当时宪法的某些

具体规定不尽吻合 ,可它却最终导致宪法的更新。

第三 ,法律的控制性与社会变革的越轨性相矛盾。法律对社会秩序是要加以控制的 ,从

而形成一种法律秩序 ,但“如果法律秩序对公私权力的制衡过严、过硬 ,那么某些有益的扩充

和经验的形成就可能被窒息了。这就是尼采所担心的 ,社会组织的法律方式的限制性质 ,总

会导致这种结果。尽管对他古怪的权力可以提出许许多多反对理论 ,但同时必须承认 ,他提

出了一个不应予以忽视的问题。”〔10〕企图用法律对社会实行天罗地网式地严密控制 ,不仅

不可能 ,而且势必导致管理过头、统得过死的结局。

法律的控制性与人们的越轨行为是对立的 ,但社会变革时期的越轨行为却是难免的。

怎样看待越轨行为 ? 本世纪以来愈来愈多的学者转变了过去对其全盘否定的态度 ,而承认

其一定的合理性。这是因为某些越轨行为能带来社会体制中所需要的必然性变化。“有时

因为一些成员的违规行为 ,整个群体中的其他成员都意识到某一条规则不太合理 ,或者它与

别的更重要的规则相抵触。这条规则就改变了。例如 ,在由马丁·路德·金发起的非暴力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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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运动中 ,对允许隔离法的破坏把整个国家的注意力都吸引到他们所遭受的不公平待遇上

了。这个民权运动终于使那些法律发生了变化。”〔11〕因此 ,那些促进社会经济政治进步的

“越轨”行为 ,是社会变革的前奏曲 ,就象起初被视为“越轨”的乡镇企业 ,经过实践的检验 ,取

得了合法地位 ,并为国有企业的改革提供了一个有益的参照系。

总之 ,良性违宪是由成文法的局限性引起的 ,是社会变革所必需的 ,也是法律进步不可

或缺的“序曲”。因此 ,社会变革对法治的冲击是无法避免的。

偏激一点地说 ,穷国无法治 ,愚昧无法治 ,乱世无法治。我国不是一个连一点法律经济

成本都付不出的穷国 ,但也不属于可以付出足够法律经济成本的发达国家 ;我国不是一个连

一点现代法治所需文化条件都不具备的愚昧国家 ,但也不属于完全具备现代法治所需文化

条件的国家 ;我国不是一个处于乱世的国家 ,但波澜起伏的社会变革对法治的影响也是显而

易见的。因此 ,中国依法治国的渐进性是一种客观规律。

Abstract :Poor countries could not realize legal rule ; Fatuous people could not realize legal rule ; Trou2
blous times could not realize legal rule. We are not a poor country that could not afford any economic

cost for the law , nor are us a developed country able to afford enough economic cost for the law. We

are not a fatuous country that doesn’t have any cultural conditions for a modern legal rule country , nor

are us a country being provided with all the cultural conditions for the modern legal rule country. We

are not a country existing in troublous times , but it is obvious that the huge social reform occurrent af2
fects the legal rule. Therefore , Chinese legal rule construction has to develop gradua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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